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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治理与有效选拔:

基于 1993—2013 年浙江县委书记选拔任用情况的分

析
*1

张光梁梓然庄玉乙

【摘 要】:中共领导干部的管理之道可概括为“有效治理、有效选拔”。这个制度既不同于西方的政府决策官员

由胜选政治家及其任命者充任，公务员保持中立的政治与行政两分制度，也不同于以科举选拔官员的中国古代传统。

它是一种在承担实际治理责任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这个制度是中共自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废除

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等制度逐渐形成并完善的。在这个制度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当政

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需要保持适当时长的任期以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干部交流制度和后备干部制度体现了中共

有效选拔领导干部所做的制度化努力。1993－2013 年浙江县委书记的任期和晋升数据为上述理论提供了经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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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余年间，官员晋升及其决定因素一直是政治学、经济学和社会学者关注的话题，相关研究成果也很多。以薄智

跃
[1]
和周黎安

[2]
为代表的竞争锦标赛论者，力图把中共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与他们治下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绩效联系起来，并

以此来解释改革发展时期中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奇迹。但是，竞争锦标赛也遭到了众多的批评，有的试图从逻辑和实证两个方面

论证经济增长决定官员晋升不成立
[3]
，有的则主张是“关系”而非社会经济治理绩效决定了官员升迁

[4]
，不一而足。

本文认为，上述各种观点在一定的范围和条件下成立，但都有局限。与斤斤计较经济增长等绩效指标、关系网络等人事变

量与官员晋升之关系相比较，我们更需要把中国官员的晋升问题放在中国的政治和政府体制中加以考察，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可

以验证的假设。我们认为，改革开放以来，经过摸索和改革，中共形成的领导干部培养和管理制度，既不同于西方自近代以来

实行的政治与行政两分的制度，也不同于传统中国和毛泽东治下的中国所采用的制度。这套制度需要处理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

承担实际治理责任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如何处理有效治理和有效选拔这一对具有潜在张力的矛盾关系。

本文以 1993－2013 年期间在浙江省担任县委书记的干部在职和晋升的经验例证，来验证中共领导干部“有效治理”和“有

效选拔”的逻辑关系。一方面，县委书记是担纲中共执政的“一线指挥部”的最重要的基层领导干部职务，承担了繁重的治理

任务;另一方面，很多高级干部(如习近平、栗战书和韩正等)都有县委书记的从政履历，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县委书记这个职务

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好课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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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理论、背景与假设

改革开放以来形成的中共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培养和选拔体系，具有“治理与选拔”两位一体的特征。放在人类政治史

的长河中考察，这个体系也是别具一格的。这个体系的生命力在于它以制度化的方式，有效地解决了在承担实际治理领导责任

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问题，有效地解决了有效治理和有效选拔这一对具有潜在张力的矛盾关系。

一个国家如何在保证有效治理的同时，选拔各级政府的领导官员，从古到今，无论中外，都是政治理论和实践必须面对的

核心问题。在中国先秦的封建制下，大小诸侯皆为世袭。自秦以来长期实行帝制，除皇帝等少数职位世袭外，其余官职皆由朝

廷任命的官僚填充
[5]
。在隋唐之前，这一任命或重家世(封建制残余)、或依军功。自隋唐至清，科举成为帝国各级官员产生的主

要来源。在西方封建制下，世袭是产生执政者的基本方式。盛行于现代西方的政治选举制度可以追溯至古雅典民主制。然而，

在一个超过城邦规模的国家中，通过民众选举产生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行政领导人以及立法议员的制度，则始于获得独立后

的美国。经过 200 余年的变迁，美国形成了各级政府的行政首脑以及代议机构成员经选举，政务官经任命而来，败选而去，另

外政府工作人员则由终身制的官僚充任的政治与行政二分体系。这套制度随着美国的兴盛，特别是二战后的国际霸权地位，为

其他西方国家所追随
[6]
。古代中国的科举制和现代西方的选举任命制，有一相同点:即均在相对独立于治理过程之外的领域，创

设一个甄别选拔体系，以解决领导官员的产生问题。

科举制由私学培养系统与官方考试系统共同构成。古代中国的政府官员，包括高级官员，产生的正常渠道是在私学系统中

长期学习，然后经国家官方分级考试甄别择优产生。在科举制下，有志入仕的庶人可以长年读书(如范进中举)，所谓“两耳不

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一旦科举成功，通过乡试、殿试，即成为握有治理国家大小权力的官员，包括高级别官员，所

谓“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因此，帝制中国可以说在官员的实际执政或治理的体系之外，设置了一个官员入仕的教育和

考试体系(学而优则仕)
[7]
，通过把官员的选拔过程与官员的治理过程分离的方法，来协调治理和选拔的张力和矛盾。古代中国农

业社会和皇权不下县的特征，决定国家只需要数万朝廷命官即可运行，而科举制大抵能够满足这一需要。当然，这些朝廷命官

在实际治理过程中还需要幕僚、书吏的配合和支持，后者通常或多或少地与前者有人身依附的关系。这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视作

古代中国的政治和行政两分。

现代西方的政治选举和任命制度是在实在的国家治理过程之外，另起一套政治官员的选拔系统。政治选举通常需要依托政

党组织筹划动员，政治任命人选一般也靠政党运作，鲜有脱离政党而能成事者。行政首长职位的竞选及胜选者的任命，对在野

党而言，都不以实际的政治治理为前提，即便在执政党那里，现任行政首长竞选连任和任命(如果胜选的话)的行为，同他的执

政治理过程也是分离的，尽管在理论和原则上，执政党抑或在野党何者胜选，可能部分取决于选民对执政者的治理实绩的判断

和评价。因此，现代西方的政治官员执政过程和选拔过程的分离，通常会表现为选举与执政的分离，政党与政府的分离，执政

党与在野党的区别，政治与行政的两分，以及因政治任命体制而产生的“旋转门”现象。

自建国以来，中国共产党作为列宁主义现代执政党，摒弃传统的科举制自不待言，而且始终拒绝执政和选举分离的西方政

治制度，坚持实行在实际的治理过程中培养和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但是，这个制度的形成和完善经历了艰难曲折的探索

过程。共和国成立后的头三十年，领导干部尤其是高级领导干部的职位高低，主要依据他们在革命战争时期的功绩大小分配，

而且存在着事实上的干部终身制。文革前，由于党的各级领导干部正处壮年，终身制的弊端尚不显著。文革期间，众多老干部

被打倒、靠边站，许多年轻人从工农兵的岗位直接跨进领导干部队伍。他们有的是劳动模范、战斗英雄，但更多的是因为“造

反有功”的三种人。文革结束后，随着“三种人”被清除，大批老干部回到各级领导岗位上，领导干部队伍出现了严重老龄化

问题。经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首倡，江泽民、胡锦涛执政时期继续完善，中共逐步从制度上废除了干部终身制，实现了领

导干部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制，从而形成了中国特色“有效治理、有效选拔”的领导干部队伍管理制度。

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职务终身制，是中共建立“有效治理、有效选拔”领导干部管理制度的第一步。1980 年 2 月，

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废除终身制。中共中央于 1982 年 2 月 20 日发布《关于建立老干部退休制度的决定》。1982 年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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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中共十二大通过的新党章明确规定，党的各级领导干部的职务都不是终身的，都是可以变动或解除的，对年龄和健康状况不

适宜继续担任的干部，应按规定离休或退休。

任期制引入最初与废除终身制密切相关。1982 年通过的新宪法规定:国家主席等国家领导职务实行任期制，每届任期 5年，

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届。
[8]
任期制在江泽民、胡锦涛担任中共总书记时期推广到中国所有党政领导岗位，并同干部交流和培养制

度相结合，其意义已经超出废除终身制的范畴，对各级领导干部的履职和选拔形成强烈的约束。

2000 年 8 月，中共中央下发的《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纲要》提出要“实行党政领导职务任期制”。2002 年十六大报告再

次提出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决定》再次重

申要“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制度”。中办发［2006］19 号文件包括《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党政领导干

部交流工作规定》、《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回避暂行规定》等三个法规文件，为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制提供了一套相对完整的制度

性规范。

《党政领导干部职务任期暂行规定》明确:

(一)党政领导职务每个任期为 5 年;(二)党政领导干部在同一职位上连续任职达到两个任期，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

同一职务;(三)党政领导干部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累计达 15 年的，不再推荐、提名或者任命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党政

领导干部交流工作规定》明确:(一)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在同一职位上任职满 10年的，必须交流;(二)在同一地区

党政领导班子中担任同一层次领导职务满 10 年的，应当交流;(三)新提拔担任县(市、区、旗)以上地方党委、政府领导成员的，

应当有计划地异地交流任职;(四)县级以上地方纪检机关(监察部门)、组织部门、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门的正职领导

成员，在同一职位任职满 10 年的，必须交流;(五)新提拔的正职一般应异地交流任职。副职领导成员在同一领导班子中任职满

10年的，应当交流。党政机关处级以上领导干部，特别是从事执纪执法、干部人事、审计、项目审批和资金管理工作的领导干

部，在同一职位任职满 10 年的，应当交流。
[9]
《党政领导干部任期回避暂行规定》就避免因血亲、姻亲等关系引起的利益冲突

任职作了规定。

显然，这三个中央文件首先是为了“有效治理”制定的，但也着眼于“有效选拔”。任期制为领导干部的“有效治理”提

供了正面的激励。一个任期 5年，通常足以让领导干部熟悉管辖地区或领域的情况，从促进地方经济增长的角度来看，5年的干

部任期也是最佳策略
[10]
。同一职位连续任职不得超过两个任期，同一层次领导职务任职不得超过 15 年，是一种接近于目前我国

精英高校青年教师“非升即走”的制度，促使领导干部必须在任职期间励精图治，做出政绩;同时，这些制度也有助于干部队伍

流水不腐，新陈代谢。县级以上地方党委、政府等党政机关的领导成员异地交流规定，也是服务于“有效治理、有效选拔”目

的的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

必须指出的是，上述制度并非针对中国所有的党政机关行政工作人员，它们并不适用于在国家党政机关里工作的一般公务

员即非领导职务公务员，而仅适用于领导干部。1993 年通过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把公务员划分为领导职务和非领导职务

两类。这一划分，在某种意义上，可比之于西方的政治和行政二分把官员分为政务官和事务官两大类。不过，与西方的政治家、

政务官和事务官制度，是从他们获得职务的源头开始区分的做法不同，中国并没有在任何一个人加入公务员队伍时规定他(她)

属于领导职务或非领导职务类别，而是在他们的工作生涯中，由上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甄别区分。

当然，能进入领导职务干部序列的永远是少数。对这些关键少数的选拔成为中共治国理政的一个关键。在这个环节上，中

共的后备干部制度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这个制度的系统建立也始于改革开放初期。当时，由于党和国家各级领导干部严重的老

龄化，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等中央领导同志提出建立后备干部制度。1982 年中组部成立青年干部局，负责选拔、培养青年干

部。1983 年中组部下发《关于建立省部级后备干部制度的意见》，正式确立后备干部制度，要求在全国范围内选定共计 1000 名

省部级后备干部。这个制度很快延伸至省部级之下的各级领导干部。2002 年颁布实施的《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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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党政领导班子成员一般应当从后备干部中选拔”。2014 年新版《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指出，“应当注重培

养选拔优秀年轻干部，注重使用后备干部，用好各年龄段干部”。虽然表述由“一般应当”改为了“应当注重”，但后备干部

的晋升机会显然远远高于其他干部
[11]
。

总之，建国后的中国共产党经过长期的实践，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治国理政实践，在废除终身制、优化党的领导干部管

理体制的进程中，通过任期制、交流制、后备干部制度等制度建设，形成了一套以“有效治理、有效选拔”为目的的领导干部

管理制度。这套制度的核心是在承担实际治理的领导职务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同时兼顾“治理与选拔”两方的需

要，但更重前者。在这套制度下，对领导干部特别是当政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在任期和晋升问题上，可以提出如下 3个假设，

假设 1 针对“有效治理”，假设 2 和 3 针对“有效选拔”:

假设 1:为保证有效治理，地方领导干部在同一个地方担任党政一把手的任期，应当达到或接近一个完整任期即 5年。

假设 2:地方党政干部是否晋升与其任期之间，可能存在倒 U的关系，即任期过短或过长都不利于晋升，而那些处于或靠近

5年的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晋升机会。

假设 3:那些获得交流机会、进入上级党委后备干部名单的地方领导干部，具有较高的晋升几率。

二、数据与方法

我们使用 1993－2013 年浙江省县委书记数据库，来验证上述假设。尽管在中国的干部等级中，县委书记属于基层领导干部

(县处级
[12]
)，但权责重大，同时是中共高级干部的主要来源。用习近平的话来说，县委书记承担着中共治国理政“一线指挥部”

的指挥长职责，是“锻炼和培养干部的好课堂”。浙江省素以“强县经济”驰名，对于我们的研究目的来说，浙江县委书记是

理想的研究对象。我们将分别使用描述性和推论性统计分析来验证上述三个假设。

(一)数据库

我们构建了 1993 年至 2013 年的浙江省县委书记履历数据库(不包含区委书记)，共收录 376 条“县—人”数据，其中 27 人

曾担任过两次或以上县委书记职务，数据库实际包含 346 人。数据库包含了官员个人信息、任职信息与地方经济数据。

数据来源于统计年鉴与网络资源。我们根据浙江各地级市年鉴构建了包含官员姓名与任职时间的县委书记名单，再根据名

单于人民网、新华网、百度百科搜集官员的履历，进行编码与录入，由此建立了包含官员个人信息与任职经历的数据库
[13]
。县

委书记对应的地方经济数据来源于《浙江省统计年鉴》。

(二)变量的操作化

1．任期与复合任期

本文涉及的任期是指干部出任县委书记一职的总时长，通过计算县委书记离任年月与上任年月的差值所得。具体而言，我

们根据《浙江年鉴》报告的县委书记的上任年月与离任年月，将月份按年进行折算，再计算两者差值，并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

取整，最终得到以年为单位的县委书记任期。

我们发现 52.5%的县委书记由同县的县长升任，因此有必要在县委书记任期之外，设置一个能够反映一个干部实际治理同一

个县的时长变量:复合任期(同县县长任期+书记任期)。对于那些并非本县县长升任的县委书记，任期仍按担任书记任期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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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述假设 1，我们预期大多数县委书记的任期或复合任期分布在 5年或接近 5年的区域，任期均值接近 5年。

2．定义晋升

我们在判断县委书记是否晋升时，考虑了如下两个限制:第一，只考虑县委书记离任后的首任职务，根据该职务判断是否晋

升;第二，对担任过多个县的县委书记者，只考察其第一次出任县委书记的情况，舍弃其在其它县的个案。

参考现有文献对晋升的处理方式
[14]

并结合现实情况，我们将县委书记的晋升限定在“实质性晋升”的范畴之内，即只有县

委书记离任后首份职务的行政级别提升了，且并非前往人大、政协任职(退居二线)，才认定他(或她)获得了晋升，编码为 1。“平

行调动”与“待遇性晋升”在本文中被视为未获晋升;前者指县委书记离任后首份职务的行政级别不变，后者指县委书记离任后

被调往地级市人大、政协任职。两种情况者均编码为 0。

在实践中，浙江省存在部分县委书记“高配”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情况
[15]

，对于“高配”干部晋升与否的判断，我们仍然遵

循“行政级别提升”与“非‘退居二线’”的标准。按照这一标准，普通的县处级县委书记调任由市委常委兼任的县委书记(副

厅级)职务，编码为晋升;由市委常委兼任的县委书记(副厅级)调任市委常委的其他职务，编码为未晋升。总之，“行政级别的

提升”是我们认定干部晋升的必要条件，无论“高配”与否，只有其离任后级别发生了变化，我们才认为该县委书记获得了晋

升。

表 1 县委书记晋升的定义与编码

分类与编码 定义 常见情形

晋升(1)
县委书记离任后首份职务的行政级别(相较于县委书记时

期) 有所提升，但不包含被调往人大、政协任职的情况。
离任后升任地级市市委常委、升任地级市副市长。

未晋升(0)

包括“平行调动”与“待遇性晋升”两类情况，即县委书

记离任后 首份职务行政级别不变，或行政级别提升但进

入人大、政协任职

离任后调往其他县区任县(区) 委书记、出任市局

领导、出任市委副秘书长; 出任市人大常委会副主

任、市政协副主席。

3．解释晋升

我们以晋升与否为因变量，建立逻辑斯特(Logistic)回归模型，验证前述假设 2和 3。模型的关键解释变量包含任期(及任

期平方)，和上级党政部门工作经历。任期变量用于验证假设 2。根据该假设，任期平方变量的系数应为负，并通过检验，即存

在短任期与长任期的晋升概率显著低于 5 年左右的适中任期的倒 U 关系。

我们以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是否有在上级党政部门工作经历，来操作假设 3，即那些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有交流经验、进

入省管干部后备名单有更高的晋升机会。通过观察数据库，我们发现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有些样本拥有在上级机关(地级市或

省)党委和政府的工作经历，另一些则没有。在拥有上级工作经历的干部中，有的是从省或市级党政机关空降到县一级的，有的

则是从县级调到上级机关工作了一段时间后又调回县里。这两类交流无疑比那些没有交流经历、或仅在同级政府之间交流(从一

县到另一县)的干部，进入省委组织部管理高级干部后备名单的可能性更大
[16]
。因此，我们以县委书记任职前是否在上级党政机

关任职来操作假设 3，期待这个变量以正的方向通过显著性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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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关键自变量外，我们还引入若干其他变量，对学界提出的有可能影响官员晋升的因素进行控制。“晋升锦标赛”

是解释我国官员晋升的主流论调，因此对县委书记任期内县的经济表现有必要纳入模型。我们参考李宏斌和周黎安
[17]
、陈烨等

[18]
、

李磊(PierreF．Landry)等
[19]
的做法，考察了县委书记任期内 GDP 年均增长率、与前任相比较的 GDP 相对年均增长率，将二者视

为县委书记执政期间地方的经济业绩。此外，为了验证郭钢
[20]
与李磊(PierreF．Landry)等

[21]
发现的财政增长与晋升的正相关关

系，本文将财政年均增长率、财政相对增长率纳入考察。

此外，考虑到县委书记任职县自身的经济地位
[22]

、县委书记卸任时的年龄
[23]
可能对晋升产生影响，我们对各县 GDP 在省内

排名变量、县委书记的离任年龄予以控制。

最后，官员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晋升名额的多寡很有可能对晋升造成影响。尽管浙江省实行的是“省管县”的干部管理

制度，省委组织部在任免干部的过程中，依旧会征求地级市市委的意见，与此同时，实践中浙江省大部分的县委书记职业生涯

都限制在同一个地级市
[24]

，故地级市内官员之间竞争的激烈程度仍有可能影响县委书记的晋升。参考吕晓波与李磊

(PierreF．Landry)的做法
[25]
，我们用各县所在地级市下辖县区总数来衡量县委书记区域竞争的激烈程度。

表 2 回归模型自变量及其操作化

类别 变量 操作化

任期
任期 离任年月与上任年月之差，按照四舍五入原则取整

任期平方 任职时长(年)的平方

是否有交流或为

后 备 高 级 干

部经历
省/ 市任职经历

1=就任县委书记之前，该干部曾在省或市的党政机关(包括党委、政府、职能

部门群众团体) 任职。只要拥有上述任意一种任职经历(无论次数)，记为 1

0 = 没有上述任何一项任职经历

执政期间县的经

济、财政业绩

GDP 绝对增长 任期内 GDP 年均增长率

GDP 相对增长 任期内 GDP 年均增长率与前任 GDP 年均增长率之差

财政绝对增长 任期内财政年均增长率

财政相对增长 任期内财政年均增长率与前任财政年均增长率之差

控制变量

离任年龄 干部卸任县委书记一职时的年龄

GDP 省内排名 2003 年各县 GDP 总量在浙江省的排名

上级市下辖县区数量 县所属的地级市下辖的县区数量总和

注: 经济变量均以 1993 年的价格为基数进行不变价处理。

三、统计结果与讨论

在这一节里，我们首先报告对上述变量的描述性分析结果，并重点观察县委书记的任期分布情况，以验证假设 1。然后，以

县委书记是否获得晋升为因变量，建立逻辑斯特回归模型，验证假设 2 和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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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描述性分析结果

表 3 报告了对所有变量做的描述性分析结果。由于不同的变量上可获及的数据存在不同的缺失情况，因此，各个变量分析

结果所依据的观察数不等。表 3 表明，高达 95%的浙江县委书记是男性。约 90%达到大学或以上教育水平。上任平均年龄 43.7

岁，离任平均年龄为 47 岁。57%获得了实质性晋升。在担任县委书记之前，93%有在县及以下政府部门工作经历，74%有在省或

地市级工作经历(273 个观测值中，有 11 个曾在省级机关任职，174 个曾在市级机关任职)。53%的县委书记由同县县长升任。

表 3 1993－2013 年浙江省县委书记群体基本情况

变量 观察数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性别(1 =男，0=女) 346 0．94 0．23 0 1

上任年龄 293 43．73 3．92 32 53

离任年龄 298 47．03 4．01 35 57

大学以上学历(1= 是，0=否) 200 0．90 0．30 0 1

任期(年) 311 3．62 1．29 1 8

复合任期(年) 311 5．14 2．19 1 12

是否晋升(1=是 0=否) 247 0．57 0．50 0 1

省或市级工作经历(1=有，0 =无) 243 0．74 0．43 0 1

本县县长升任( 1= 是，0 = 否) 253 0．53 0．50 0 1

浙江省县委书记平均任期为 3.62 年，若将同县县长职位晋升为书记的情况考虑在内，复合任期平均值达到 5.14 年。图 1

以直方图的形式，报告了县委书记任期和复合任期的分布，从中我们看到，按县委书记任期计算，任期在 3－6年之间的个案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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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数的 78.5%，按“县长+县委书记”复合任期计算，任期 3－7年占总数的 72%。两个任期数据分析结果证明假设 1为真。

(二)推论性分析结果

表 4 报告了 1993－2013 年浙江县委书记晋升决定因素的 5个逻辑斯特回归模型。5 个模型的样本不等，是因为它们纳入的

自变量有所不同，而不同自变量拥有的观察数据缺失情况不同。包含 GDP 和财政相对增长率(即相对于其前任下的增长率)的样

本最小，乃是由于样本中不包含数据库中每个县的第一任县委书记个案。5个模型的－2LL 和 H－L 检验值表明，模型引入的变

量对县委书记是否获得晋升具有预测和解释力。

表 4 1993－2013 年浙江省县委书记晋升回归结果

（1） (2) G_1 (3) G_2 (4) F_1 (5) F_2

任期
0.154 0.128 0.041 0.082 0.214

(1．166) (1．136) (1．042) (1．085) (1．239)

任期平方
-0.016 -0.002 -0.006 0.008 -0.023

(0．984) (0．998) (0．994) (1．008) (0．977)

省/ 市工作经历
0．76** 1．085*** 0．89** 1．099*** 0．846*

(2．138) (2．96) (2．434) (3．001) (2．331)

地级市辖 －0．229*** －0．27*** －0．399*** －0．278*** －0．406***

县区数量 (0．796) (0．763) (0．671) (0．757) (0．666)

离任年龄
0.033 0.057 0.042 0.071

(1．033) (1．059) (1．043) (1．074)

GDP 省内排序
-0.012 -0.014 -0.012 -0.013

(0．988) (0．986) (0．988) (0．987)

GDP 绝对 -0.031

增长率 (0．97)

GDP 相对 0.033

增长率 (1．034)

财政绝对 0.021

增长率 (1．021)

财政相对 0.002

增长率 (1．002)

N 207 170 141 169 139

－2 Log

Likelihood
251.244 197.925 152.235 195.775 151.265

H－L 检验
0.93 0.44 0.55 0.84 0.65

(P 值 )

注: 1．* p＜0．10，**p＜0．05，***p＜0．01，括号内为胜算比(Odds Ratio)。2．经过检验，不存在多重共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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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问题。3．GDP 与财政增长率是以 1993 年价格为基年价格的实际增长率。4．相对增长率指该县委书记任内平均

增长率与前任任内平均增长率的差值。

我们首先来看看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用来检验晋升锦标赛的多个变量，包括 GDP 绝对和相对增长率、财政绝对和相对增

长率、GDP 省内排序均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这表明经济和财政增长状况以及经济规模大小并非决定县委书记是否获得晋升的决定

因素。此外，离任时年龄较小的县委书记并无明显的晋升优势。地级市下辖县区数量这个变量以负的方向通过显著性检验，符

合常识预期，即在那些具有较少下辖县区地级市担任县委书记的干部，获得晋升至副厅级领导干部的机会，要大于在具有较多

县区地级市担任县委书记的干部。下面，让我们来分析并解说操作假设 2 和 3 的变量:任期和上级党政机关工作经历。

1．任期:治理重于选拔

县委书记任期和任期平方在 5 个模型中都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意味着县委书记任期长短对他们的晋升没有影响，因此，

假设 2 未得到经验数据的支持
[26]

。看来，对于县委书记这一重要的基层领导职务，浙江省委更加重视的是有效治理的需要，不

会在官员的升迁上着意考虑任期长短的因素，这也符合我国地方领导干部“任期弹性，随时迁调”的特点
[27]

。如上所述，样本

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接近 4 年，如果考虑众多县委书记由同县县长职务晋升而来的情况，则其平均任期略超 5 年一个完整的任

期。此外，即便从培养高级干部的角度看，大多数获得晋升的县委书记的仕途停留于地厅级
[28]
，不必“小步快走”。

2．“有效选拔”逻辑下后备干部和交流干部的优势

在所有的模型中，省/市工作经历变量均以正的方向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那些有上级党政部门工作经验的县委书记具有

更高的晋升概率。以模型 2 的结果为例，在控制其他变量的情况下，拥有省、市工作经历的县委书记晋升的概率是没有此项经

历干部的 2.96 倍(图 2)。这些干部中，有的是“空降交流干部”，即长期在省市任职，后被调往县区一级担任党政正副职，积

累一定经验后担任县委书记职务的干部;有的是“本土干部”，其政治生涯虽然集中在县的范围内，但曾经一次或多次被调往地

级市或省级部门任职。在我国，“固守的吏”是多数，“流动的官”为少数，大部分基层官员通常在本行政区域内部固守或流

动，“只有处于这一层次最高位置的极少数官员有机会向外地或上一层级流动”
[29]

。这些获得纵向交流机会的干部，显然比那

些仅获得横向同级(如县与县)交流、以及没有获得任何交流机会的干部，更有可能进入省管高级干部后备名单。因此，表 5 报

告的模型为假设 3 提供了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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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对于上级单位工作经历只停留于地级市的县委书记而言，那些具有省级机关工作经验的干部更具优势。与从中央交流到

地方的官员类似，这些从省下派到县级任县委书记的干部可以视为被组织重点培养的明日“政治明星”，他们往往肩负着组织

较高的期望。我们的数据库中仅有 11 位(4%)的县委书记拥有省级机关的任职经历，任职单位包括省政府下属职能部门(7 人)、

省共青团(2人)、省政府办公厅(1 人)、省委宣传部(1 人)。这 11 人中离任县委书记后晋升的有 9人，晋升率高达 81.8%。

四、结论

我们以“有效治理、有效选拔”来概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共领导干部的管理之道。这个制度不同于古代中国科举制和现代西

方的选举任命制把治理和选拔二分的做法。它是一种在承担实际治理的领导职务的官员中逐级选拔各级领导干部的制度。这个

制度是中共自建国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通过废除事实上存在的领导干部终身制，建立任期制、交流制和后备干部制度等逐渐

形成并完善的。在这个制度下，领导干部尤其是当政一方的地方党政领导，需要保持适当时长的任期从而达到有效治理的目的。

干部交流制度和后备干部制度反映了中共在达到有效选拔目的上所做的制度化努力。而且，在两者之间，中共重有效治理甚于

有效选拔。

我们使用 1993－2013 年浙江省县委书记的数据对上述理论进行了经验验证。数据分析表明，浙江县委书记的平均任期接近

4年，如果算上由同一个县的县长升任县委书记的情形，则平均任期略超 5年一个完整的任期。这一发现对有效治理的命题提供

了支持。对县委书记晋升决定因素的回归分析模型发现，GDP 增长、财政收入增长与他们是否晋升并无显著的相关关系，从而证

明为众多学者追捧的竞争锦标赛理论，在 1993－2013 年之间的浙江县委书记的晋升案例中得不到支持。我们用来操作干部交流

和后备干部制度的变量———出任县委书记前是否有上级政府的工作经历，均获得了通过显著性的正向系数，而县委书记任期

和任期平方则未通过检验。这些发现表明，中共倾向于在保证有效治理的前提下考虑地方领导干部的有效选拔问题。对于作为

执政党的中共来讲，有效治理始终是第一位的，有效选拔是第二位的。对于官员个人而言，前者构成他们升迁的基础，但自上

而下的选拔、上级党委和组织部门的着意培养，也在官员晋升中发挥重要的、甚至决定性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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